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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

汪　罗

汪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摘　要　全球化语境中，“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成为一个“紧

要的问题”。研究以自我想象为着眼点，以“移民大篷车队”（Ｃａｒａｖ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为穿插案例，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中跨国难民想象自我文化

身份的行动逻辑，并援引格根的新“自我”观念对促成跨国难民文化身

份自我想象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建议，重构跨

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厘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身份维度与认同维

度的张力，更需要明晰全球化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互构

机制。

关键词　全球化；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行动逻辑；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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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如若将“人口的跨国迁移和流动”视作当今世界最为明显的社会现象之一，

估计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反对意见。同理，如若将这种社会现象的行动主体框定

在非法移民、难民、流亡者等边缘群体内，想必也不太会招致许多反对意见，这

从当下世界中广泛存在的“难民潮”中便可窥见一斑。缘何如此？全球化似乎

理所应当地担负起责任，成为理解这类“边缘群体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社会语

境和知识语境。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

沟通和交流等方面的联系日益深入，全球化现象开始凸显，成为规设“地球村”

中每个个体观念、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诚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评价的那样，全球化已然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

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它既是

幸福的源泉，又是悲惨的祸根”（鲍曼，２００１，ｐ．１）。在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或极端

全球主义者所构造的乌托邦世界里，全球化开启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

代，市场、资本与权力构成了解决所有症候唯一有效且正确的途径；而以“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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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世界体系”以及“东方学”等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体系则笃定全球化似乎

有着“不平等”的原罪，因为它总是与欠（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关联

甚密。

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尼德文·皮特尔斯（２０１６，ｐ．２７）认为，“跨

洲或洲与洲之间的古代人口迁移”是全球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萨义德则将视线

转向了西方现代社会，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构成主体大都是流亡者、移民和难

民文化”（转引自Ｐｈｉｌｉｐ　Ｍｏｓｌｅｙ，２００４，ｐ．１８）。可见，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

象从古至今普遍存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定的事件和时间节点来标识其历

史起源和存有边界，但确实是全球化赋予了其能动性和可见性，使之发展成为

一个关键的全球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总是被当作映

射全球化进程与格局的介质而被广泛认知和接受。历史地看，出现在欧洲大陆

的“‘一战’后俄国难民”“犹太难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匈牙利难民”“科索沃难

民”，出现在亚洲大陆的“日本侨民”“朝鲜战争中的南北难民”“伊拉克难民”“阿

富汗难民”“叙利亚难民”，出现在非洲大陆的“索马里难民”“因信仰分裂造成的

苏丹难民”“饱受内战之苦的安哥拉难民”，出现在美洲大陆的“‘冷战’时期的古

巴难民”“饱受战乱的哥伦比亚难民”“独裁统治下的萨尔多瓦难民”，等等，这些

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都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产物。

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以“移民大篷车队”（Ｃａｒａｖ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为穿插案

例，对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引发的现实反应进行学术反思与学理回应，

以期在明晰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基础上促成这一研究领域新知识的

生产。

二、“跨国难民研究”的文献回顾

难民是指那些“基于充分理由，害怕由于种族、宗教、国际、属于某一社会团

体的成员或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等原因受到迫害，而身处原国籍之外并且由于这

些畏惧而不能或者不愿意效忠其国家的人；或者任何丧失了国籍并且离开了其

先前惯常居住的国家而不能或者由于这些畏惧不愿意再返回其国家的人”（国

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２００８）。难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现从一个国

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跨越，希望通过空间的迁移和流动，来改变现有的生活空间，

继而换取人身财产安全和未来生存的新希望。就跨国难民总体的学术传统而

言，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研究者很少关注其跨国性与流动性，更多的是将这

种状况解释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因政治斗争而暂时成型的弱势群

体。因此，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对此情形的陈述从性质上而言都属于经验性的描

述，都是由那些充满道义感和责任感的专业记者和救助人员来完成的。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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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进一步发展，“难民的跨国迁移

和流动”行为和现象日趋常态化，研究者逐步意识到多学科介入的必要性，由

此，便生发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就具体的研究视角而言，大致包括：

（１）哲学视角：按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难民作为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方面都落后于“自我”的“他者”，其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更好地确认“自我”

的身份地位（萨义德，１９９９，ｐ．４７）。鲍曼将难民和非法移民看作是“冗余人

口”，是那些常常处在社会边缘的“废弃的生命”。在他看来，“在全球化带来

的不确定性里，难民潮和移民势必将摧毁人类所有的现代性追求”（鲍曼，２００６，

ｐ．１８）。

（２）政治学视角：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大都归因于“权力主体间不对

等的权力关系”（Ｗｅｓｔｉｎ，１９９９，ｐ．２５），其“产生与走向与不同历史节点中的思

想、权力和利益等要素的形塑和组合”（Ｂｅｔｔｓ　＆ Ｌｏｅ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ｐ．１２）关联甚

密，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亦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３）经济学视角：跨国难民大都属于经济难民，他们常常出于某些经济层面

的原因，选择逃往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此之后，他们或可为逃往国家的经

济发展注入活力，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又或对该国经济增长造成威胁，

甚至导致宗教、种族、文化等领域的冲突。譬如，宋全成（２００７，ｐ．７）在分析欧洲

大陆的移民时认为，“西方社会创造的种种‘经济奇迹’”几乎时刻影响着跨国难

民的认知和决定。马细在分析欧洲难民危机时指出，大量难民的“侵入”将从根

本上导致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致使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下降，右翼势力甚

至是伊斯兰化等趋势会在欧洲国家大量出现（转引自李凤林，２０１６，ｐｐ．２０６－
２０７）。

（４）伦理视角：“难民问题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它不仅是我们这

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道德问题，还能引出谁是道德共同体成员的重要道德问

题。”（袁超、张敏，２０１８，ｐ．１２９）现实中，每一次跨国难民的迁移和流动都会勾连

不同利益主体的神经，而“寻求道德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平衡则成为处理难

民事件的永恒主题”（张永义，２０１８，ｐ．９５）。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大致呈现为“个体—国家／政府—全球系统”三个

层面：

（１）在个体层面：研究主要对准难民的个体经验，综合跨文化适应、跨文化

协商、跨文化冲突等理论视角，探讨跨国难民为什么要在某个时刻决定逃离他／

她的国家，探究决定跨国难民能否适应新生活（存）环境的核心要素为何。

（２）在国家／政府层面：着重探讨跨国难民迁移和流动中的国家／政府因素，

是目前研究跨国难民最为核心、最为主流的方法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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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阐述导致跨国难民出逃的缘由及跨国难民接受国的难民政策。就前一个

问题，Ｇｏｒｄｅｎｋｅｒ（１９８７，ｐ．６２）认为，造成跨国难民的原因既可以是孤立的，也可

以是互相联系的，但“每一次难民（潮）的流动中都与国家／政府采取的相应行动

有很大关系”。对于跨国难民接受国家的难民政策方面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

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比如李晓岗的《难民政策与美国外

交》、罗斯玛丽·塞尔斯的《解析国际迁移与难民政策：冲突与延续》、张媛的《后

危机时代外国移民政策比较研究》等著作。

（３）在全球系统的层面：主要探讨国际格局及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变迁如何

影响难民的跨国迁移与流动、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对于跨国难民帮扶的实际效

用等方面。譬如，戈登·Ａ．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跨国

难民在迁移和流动中的美苏相互政策的制度性因素（转引自计秋枫、龚洪烈，

２０１１，ｐ．４０６），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２００９，ｐ．４１）将难民的跨国迁

移和流动视作“国家为转嫁社会在变革过程中所产生压力的一种疏导机制和转

换机制”。另外，立足于全球系统的分析也带来了相关的国际法的运用和推广，

促成了以国别和地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著述的出产。

就“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而言，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学和戏剧领域，

以经典的文学文本和戏剧文本为分析对象，阐释作品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基

本样态、制约因素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的内容。这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有云玲的
《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离散叙事研究》、徐颖果的《美国华裔戏剧研究》、文红霞

的《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书写研究》等。很少有研究成果能够

立足于全球化语境，对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中的“身份”及“文化身份”等相关

议题进行学术观照。

三、跨国难民的“身份”及“文化身份”何以成为一个紧
要问题？

　　全球化语境下，很多事物都突破了地理疆域，带来了如信息、商品、货币、投

资、思想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地流通，形成一种“去地域化”的趋势。

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跨越物理空间／物理

边界的文化实践，也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跨越“地域、族群、语言、性别、年龄（代

沟）、阶级、宗教”（杜维明，２００１，ｐ．９８）等文化边界的文化实践。文化边界不断

突破和跨越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调适、转换甚至是重构，

尽管文化边界与文化身份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但二者在构成体系上都将民

族、种族、族性、阶级、性别、国家等因素作为依据和尺度，将二者并置似乎又有

了至少在形式上的合理性。在此，每一种要素，或者几种要素的组合，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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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迁移和流动场景中跨国难民交往与认同的中介，也有可能演变为跨国难民

交往与认同的障碍。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身份问题至关重要，“它构成了考察个体与群体自我认

识与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Ｅｄｇａｒ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１９９９，ｐ．１８３）。在难民的跨国

迁移和流动中，“身份”与“文化身份”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兼具身份属性与象征属

性的双重意义图式，并且会在具体的迁移和流动过程中被各种要素予以规制，

逐渐演变成为全球范围内“人流景观”中角力最为明显、抗争最为突出的表征之

一。这首先与充斥在迁移和流动过程中的暴力、流血事件直接关联，与此类事

件频繁地见诸媒体并被媒体大肆渲染亦有很大关系，在一般的媒介叙事中，难

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无异于一场“血与泪的征程”。其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词在词义和指称方面的暧昧性有关。“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词是现代文化批

评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术语，其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却常常以“身份”和
“认同”两种称谓出现。“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解释为‘身份’时，它是个体标识自己为其

自身的标志，指向的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而当其解释为‘认同’的时候，即

表示对共同的或相同的东西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身份与认同是“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整体

结构的一体两面，“身份的确立必须在自我与某一外在的标示之间建立依附关系；

而认同的结果则强化了某一主体区别于他性的身份”（陈庆祝，２００９，ｐ．１４６）。在

一定意义上，人的身份先于人的存在，就如同文化人类学中“文明—野蛮”二元

论笃定的那般：通过划定野蛮人的身份，其后再对野蛮人身份中的种种事实性

元素如语言系统、认知结构、行为模式等存在表征进行象征性包围和歼灭，以此

来彰显“文明人”在身份属性与存在属性中的优越性。

文化身份的研究起点来自于认识（想象）“自我”，即对“我（们）是谁？”的问

题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它是“自我”的身份维度中意义指涉最为丰富的概念。

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

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

稳定不断且具有连贯性的意义框架”（霍尔、杜盖伊，２０１０，ｐ．１３）。从萨义德在
《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论及的“历史和地理的想象”开始，再到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于“家园的追寻和对身份的想象”，无不验证

着文化身份在认识（想象）自我的过程中成型的、稳定且具有连贯性的意义框

架。现实中，自我可以根据其主体意识在空间流动与情境变化的前提下对其
“身份”及“文化身份”做出调适与选择。譬如，持此观点的布尔迪厄就充分肯定

了自我的主体性，“自我赋予了人一种特殊的权力，使人能够毫无限制地改变自

己的身份，或者通过改变其打算同化或排斥对手或合作者所属阶层的界限来改

变他们的文化身份”（转引自高宣扬，２００５，ｐ．１７６）。与此相对应，后殖民主义理

论则将文化身份的探讨延伸至“他者建构”之维，认为身份是被建构的，个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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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化身份的稳定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象，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具有极

度的混杂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仍在全球范围内持

续，并且呈现继续扩大和加剧的趋势。此时，信息传播技术（ＩＣＴｓ）更迭换代，电

子媒介逐步替代印刷媒介，文化边界中那些区隔身份边界的相对固定的成分似

乎都已经消散不见，一切新建立的关系甚至尚未成型和稳定就已被击碎。正如

莫利（２００１，ｐ．１１７）所描述的那样，“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和

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如此一来，既有

学术研究中那些以“地理范畴中的东方与西方、现代性视野内的民族与国家、跨

文化语境中的宗教及其认同、多重形态的地域”等作为区隔跨国难民文化身份

的标识，以“他者建构”作为绝对主导逻辑阐释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而进行的学术

研究似乎很难再贡献新的知识生产。

四、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行动逻辑及其自我
意识

　　在过去的岁月里，世界格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大大小小的战争以及来自

不同国家／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事件难以准确计量，这直接导致了数以千万

计的难民选择以“逃离本国”的方式去追寻他们渴望的新生活。联合国难民署

发布的《２０１７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中显示，“由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

贫穷、暴力等因素，全球难民人数连续５年保持增长，目前已达到６８５０万人。

其中，２０１７年新增被迫害人数１６２０万人……海外流亡的难民达２５４０万人”（荔

枝网，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而在２０１８年，世界局势仍然极度不稳定，局部地区

的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全球性问题仍在不断上演，全球难民尤

其是海外流亡的难民人数将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凡此种种，都为思考跨国难

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注脚。

约翰·汤姆林森（２００２，ｐ．２）将全球化视作一种“复杂的联结”，他认为，“相

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

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构成大都以

特定“地方”中的某个族群及其日常生活方式为内涵，与个体文化身份的自我想

象维度保持着同一性，而现代性意义上的时空构成则解构着传统时空中“地方”

的指向与内涵。首先，全球化带来的去地域化作用使得“全球”演变为格局单一

的“地方”，成为个体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新参照框架，它使得跨国难民的文化

身份愈加脱离了原有的地方语境，创构了一种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新场景。与

此同时，全球化的自反性特征也牵引着跨国难民时刻思虑那些能够规制文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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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我想象的要素，认清自身在新场景中所处的境遇与位置。值得注意的是，

全球化对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还在于它极为彻底地改变了身份想

象的先决条件。首先，全球化使得跨国难民的社会关系跨越了“民族—国家”的

边界。全球化正变革着跨国难民先前所处公共领域的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新

的竞合机制和权力关系。其次，全球化致使跨国难民延伸了自身已有的社会关

系，使其脱离了原先的文化圈层，进入了新的文化场景，跨国难民因此成为多种

文化杂糅与汇聚的载体。由此，吉登斯（１９９８，ｐｐ．８０－８１）立足于全球化语境，

对于个体在新文化场景中的角色及命运发问，“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

谁？对于每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

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发问值得我们反复

思量。

吉登斯的发问映射到现实社会中，可以经由跨国难民想象文化身份的行动

逻辑来理解：现实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以“空间的迁移和流动”

为表征，经由“逃亡”和“抵达”等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在此，“逃离本国”构成了

他们跨国迁移和流动的行动起点，也是他们想象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起点，而
“抵达他国”，实现“抵达之后文化身份的变革、调适与转换”则是跨国难民想象

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终点。在２０１８年间，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等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的７０００余名非法移民组成的“移民大篷车队”（Ｃａｒａｖ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就是近些年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典型事例。“移民大篷车队”的

成员意图“逃离本国”，经由墨西哥，踏上去往美国的征程。他们不想再忍受低

下的收入和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泛滥、战争频发、毒品遍地，意图去美国追寻新的

身份、开启新的生活，尽管形势严峻，途中更是遭遇了来自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

府的多种形式阻挠，但他们仍然笃定“只有上帝才能阻止我们”。可以看出，“移

民大篷车队”成员行动逻辑的起点及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起点是“逃离本国”，

“去往美国”；而“抵达美国，并尽可能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人’”则是“移民大

篷车队”中跨国难民行动逻辑的终点和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终点。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当社会关系作用于空间，并在空间中进行话语（如媒介

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政治话语等）表述的时候，跨国难民在新文化场景中的文

化关系才能够得以存在并被界定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

被固化地投射到混杂且不平等的异域空间中。在新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新的文

化空间里，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会被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所制约和限定，因为此时的空间远非一个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保持距离

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被各种自然的、历史的要素所构造，政治和意识形态占据

主要地位的空间（包亚明，２００３，ｐ．５２）。与此同时，跨国难民的惯例和习俗亦不

断地被制度性解构，又不断地被制度性区分与重组，使其成为跨国难民终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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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的“反思性工程”。在吉登斯（１９９８，ｐｐ．５８－５９）看来，（文化）身份的自我

想象“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单一特质，或一类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体依据其自身

经历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在转换的场景中运用‘主我’以及每个

已知文化的特质的能力”。换言之，自我想象的过程涉及跨国难民对新文化场

景的要素调整与适应，以及对自身在此过程中所持认知与所践行为的反思，是

一种对新“自我”观念的想象。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家科尼斯·格根将“自我”观念划分为浪漫时期、现代时

期和后现代时期三个阶段。他认为，在１９世纪以前的浪漫时期，个体始终坚信

自我具备稳定的结构，个体在世存有的目的、介质、关系都较为单一和固定。个

体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对自身的言行举止高度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

的“自我”观念开始转向现代时期，在此阶段，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转变为受理性

支配的、机械的观点，个体成为极力克制自身的情感和激情，成为信仰理性和道

德而存在的人。而在２０世纪晚期，随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个体

的自我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此阶段，个体逐步摒弃稳

定结构和受理性、道德支配的信念，转而认可一种由规制“自我与他者”关系的
“技术装置”（比如手机、ＰＣ、互联网等）形塑而成的“关系化的自我”。这种关系

化的模型使得个体间在线交流日渐频繁，在场交流日渐式微。在格根（２０１７，

ｐ．１２９）看来，“新的技术装置使多种不同的声音输入我们的大脑，既有和谐的，

也存在另类的。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吸纳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后，它们是我

们的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它们存在的一部分”。在这种互为依存的机制中

间，自我超越了浪漫时期、现代时期的“有界存在”形态，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无

界存在”的行为主体：“我们都会成为某个人（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在特定的文化

场景中，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或者采用某种特定的身份”（格根，２０１７，ｐ．１４９）

去实现其特定的目标。“关系化的自我”观念及“无界存在”的势能催生出了跨

国难民借助于技术装置来强调和确认其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它是跨国难民对长久以来文化身份被压制、被边缘、被规训生存状态的一种反

拨。这种“反拔结构”的内在张力，大都动态地存在于异质文化与同质文化的博

弈与竞合之间。与此同时，这样的“反拔结构”中也常常存在着明确且森严的主
（客）体等级，使得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长久性地处在“自我想象”与“他者建构”

的撕扯之中。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转引自包亚明，

２００３，ｐ．４８），他否定了空间存在静态的社会关系，而是将其视作社会关系建构

下，且裹挟了特定目的动态性产物。在此情况下，空间演变成了权力的竞逐和

实践场域。尤其是当跨国难民进入新的地理空间之后，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和边

缘群体，势必招致非议并受到强烈排斥，那些自我想象向度中的能动性和主体

性因素就会受到限制和挤压，并被“他者建构”的逻辑任意规设和宰制。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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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的权力体系把控操纵的文化场景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完全

被动的，他们难以对新权力空间中的文化要素加以归类和排列，更不能使其为自

身效劳和服务。尽管跨国难民跨越了实在的地域（地理）疆界，有时也可能冲破着

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但跨越后“新的空间”在本质上与“旧的空间”相差无几，或许

现实中些许的斗争、冲突甚至是流血才有可能产生些许波澜。

在“移民大篷车队”的行动逻辑中，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的难民之所以选择跨

国流亡，大多数归因于本国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缺乏温饱的日常生活。但是，

跨国难民趋之若鹜的“美国因素”却是造就他们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起点之起

点”。历史地看，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一直都是美国境

内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据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间，来自上述三

个国家的非法移民“从８８万上升至１６１万余人次”（Ｂａｋｅｒ　＆Ｒｙｔｉｎａ，２０１２）。在

２０１２年之后，中美洲北三角地区的形势依旧严峻，经济发展、财政收支、政治统

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脆弱性致使洪都拉斯、萨尔多瓦和危地马拉地区的发展

更加成为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美洲难民潮有着较为明确的发生语境，但

总体而言，无外乎中美洲北三角地区历史变迁中的“殖民传统”以及美国在其中

的种种作为。林恩·福斯特（２０１６，ｐ．３４６）在《中美洲史》中认为，“中美洲北三

角地区的发展是美国政策的副产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美国在中

美洲北三角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反暴动运动”（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在不甄别和认定“身份”的前提下，对平民、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大肆打击和

攻击，造成了危地马拉和萨尔多瓦地区难民潮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情形的产

生。而在２００６年签订并生效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更是让原本情况稍稍安

逸的劳工也搭上了难民潮的列车，开始跨国的迁移、流动甚至是逃亡。此后，美

国又相继以打击军事主义和暴力主义为由，继续在中美洲北三角地区推行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让数以百万计的劳工流离失所，也在相当程度

上促进了难民潮涌进美国的趋势。“移民大篷车队”的兴起、发展及遭遇的困境

与上述语境保持着逻辑的统一性，同时又与特朗普政府在美洲地区推行的强硬

移民政策关联甚密。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围堵策略给“移民大篷车队”赋

予了更多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也让成千上万跨国难民的身份归属，尤其是文

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更加扑朔迷离。

五、结语：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

跨国难民对其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一个关涉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多重

因素的研究议题，其复杂性绝非本文可以涵盖。作为一个未竟的研究过程，难

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的身份之维与认同之维饱含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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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想象”与“他者建构”之间的撕扯与矛盾更是难以调和，重构跨国难民的文

化身份势在必行。

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回到“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本身，让身份的回归

身份、认同的回归认同。身份与认同的区别在于，身份指向个体及个体性，而认

同则是对集体及集体性的一种描述。由身份牵引出的诸如“我是谁？”“我们是

谁？”等相关问题之所以作为个体无法挣脱的先决条件，就在于个体的社会属性

与传播属性。“人不能不传播”，这是构成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个体无法

独自承担长久的孤寂而必须进行群体性、社会性交往与互助的中介。因此，身

份虽然生发于个体及个体性，但最终会在群体性交往、协作与互助中达致（身

份）认同的层次。对于文化身份而言，身份维度与认同维度始终存在于跨文化

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之中。譬如，从早期文化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与

野蛮”“先进与落后”，再到后殖民理论体系中的“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中

心与边缘”等理念，既映射着不同主体间的身份格局、身份等级与身份秩序，也

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认同的结构性差异。

相对于其他身份属性，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构成更为复杂、指涉更为隐晦，

尤其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知识考古，以厘清其逻辑缘起及价值意蕴。在斯图亚

特·霍尔看来，“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它是我们在过去的叙事中给

自身规定了位置”（转引自罗钢、刘象愚，２０００，ｐ．２１１）。结合全球化的演进态

势，我们可以将霍尔所言之“文化身份作为过去的叙事”拆解为前全球化与全球

化两个时代。在前全球化时代，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直接导致了跨国难民身份

结构与认同结构的相对固定性，跨国难民的“自我”身份与属性能够在一定的地

理与文化场景中被轻易地识别与认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不同文化间的接

触、交往与互动大都是一种偶然或者是不常见的现象，能够为跨国难民（身份）

认同提供参照的“他者”几乎不存在。因为在全球化没有滥觞之前，人们并不刻

意去探讨“认同”及“同一性”，并非由于当时人们不具备此种自觉意识，而是“由

于那时人们觉得‘认同’及‘同一性’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泰勒，

２００１，ｐ．４８）。世易时移，全球化时代的全面莅临终结了传统社会原有的运作机

制与基础结构，让跨国难民原本的交往方式与生活（存）方式都有了巨大改变，

来自异质文化空间中的强势“他者”为跨国难民身份及认同的边界提供了一种

区隔的机制。因此，将跨国难民的迁移和流动现象置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本

体论视野之中，让身份与认同各归其位、各行其道，不仅能够建立起跨国难民文

化身份的缘起逻辑、实践面向、形塑机制、价值诉求等诸多层面的内容，使其成

为一个完备的解释规则；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确立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

结构中的具体位置。举例来讲，所谓的美国的、英国的，先进的、落后的……，各

种文化身份在实质上仅仅是彰显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身份”维度，而在“认同”维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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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未曾抵达，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想

象。只有充分认识到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动态发展性，才能够清晰地

认识到跨国难民在迁移和流动的过程中与不同文化空间、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对

话机制和竞合机制，实现由自我想象到自我认同的蜕变。尽管跨国难民的文化

身份有其历史和来源，但由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日常生活超越了时间、地方、文化

和历史等特点，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势必经历持续性的变革，兼具生成与实在

的双重性质。

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厘清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与全球化的互构

机制与逻辑，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关键。

首先是“全球化建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前文提及，全球化内裹

的不平等性既是难民跨国迁移和流动兴起与发展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更是

其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这似乎又成了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简单的因果决定论。

在全球化时代，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就好似一面镜子，能够部分地反映出了

世界全球化格局的真实状况，但总有些触角是通过观察和描述提炼不出来的，

我们需要对全球化语境进行深刻认识和深刻反思，摒弃简单的因果决定论以及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语境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同构性

的复杂肌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互构的过程，全球化可以同时囊括多元文化的

冲突、交融等情形，对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要

超越本质主义的窠臼，动态地、辩证地考量全球化语境下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

动中不同规则、不同规范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内在联系和内在张力。

其次，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还应辨析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生成与发

展之于全球化的能动性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跨国难民日趋频繁的迁移与

流动实践消解着静置的地理政治以及“在地”个体的身份政治，让“在地”成为他

性场所。按照一般的逻辑，全球化“霸权话语”的实现，势必要以解构在地场所

的“地方性”为前提，但在现实中，归因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中存在

着极为复杂的“意义结构”，其旨归并不在于跨国难民个性的泯灭，而在于让跨

国难民在多元文化际遇中实现与新文化场景的共生共存，“全球化”与“地方性”

此消彼长的局面因而被打破。以此为前提，难民的跨国迁移与流动不仅将“另

类的全球化”的学术命题推向前沿地带，更在根本上影响着难民接收国的难民

政策及其治理模式。“现行的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组织的‘合法性’程序，强制

性地推行于全世界的单一性全球化模式”（转引自张立升，２００５，ｐ．３５），“另类的

全球化”试图变革此中单一逻辑，为全球化语境中更多的边缘群体开辟更为多

样的选择模式。按照埃德加·莫兰的理解，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维

度，“一个为纯粹经济和技术的，基于利润（ｐｒｏｆｉｔ）之上；另一个则正在为全球公

民身份做准备，生产一种将地球作为国家的归属意识，这种经由社会运动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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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意识将地球彻底开化为一个‘全球社会’”（转引自朱振明，２０１３，ｐ．２０３）。

在“另类的全球化”时代中，“信息”的登堂入室，如同贵金属和货币一般，成为比
物质更为要紧、更珍贵的社会资源，这为难民接收国制定难民政策、探究难民治
理模式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赋权于跨国难民群体，强化了其行
动力与想象力的能动性：一方面，跨国难民可以根据不断变动的信息来消除自
身行动及自我想象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难民接收国亦可借用不断变动的
信息来强化难民接收、难民治理中的确定性。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基金项目“基于话语分析视角的日本
主流媒体涉藏报道研究（１９５１—２０１８）”（１９ＣＹＹ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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